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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营建低废洁净的宜居环境,仰赖于居民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促成既需要建立生态文

明制度给予居民以外在约束,也需要强化生态文明道德来提升居民的内在动力。 借助于演化博弈分析法来研究

垃圾分类与投放行为在社区邻里间的相互影响与演化,并以仿真来呈现垃圾投放行为的深化路径、绿色行为能

否成为普遍的行为选择。 数字技术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上的深化应用,能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也能加

强邻里的连接强度,提升社区融合程度,进而强化居民生态道德。 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社区模式下封闭型社区的

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最终演化成理想的稳态结果,而在开放型社区绿色行为的转型难以实现。 数字社区模式下封

闭型社区和开放型社区,民众分类投放的“绿色低废”的行为将演变为普遍行为,数据技术能助力于绿色生活方

式成风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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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sustainable and environmental-friendly environment depend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lifestyle and behavior, which requires external constraints by establishing the eco-civilization system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eco-civilization ethics. Applying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ciprocal impact and evolution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behaviors between communities. It utilizes simulation

to illustrate the progression of waste disposal behaviors and the potential for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to become a

widespread option. The deepening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managing municipal household waste contribut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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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ing supervision costs, improving supervision efficiency, enhancing neighborhood connectivity, promoting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ultimately strengthening the residents ’ ecological moral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gated communities under the traditional model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a steady-state outcome, 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open communities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both gated and open communities under the digital model, the “ green and less-waste” behaviors of the

public will evolve into common behaviors, and data technology can help environmental lifestyles become commonplace.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waste classification;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moral constraint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

文明形态[1],其核心思想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

明建设,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民生之需,
也是工业文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必然

要求。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经

济社会发展实行绿色转型,要求社会生产生活方

式的重要变革。 这一变革,包括企业生产方式、民
众生活方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变。 这种转变,既
需要强化外在约束也需要提升内在动力,前者为

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后者为生态文化的完善。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外在约

束和内在动力的关系即为其中之一[2]。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 2022 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65. 22% ,大型

与特大型城市涌现,人口高度集中、生活水平提

高、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生活垃圾数量急剧、生活垃

圾构成变化。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凸显,一半

以上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垃圾处理成为我国城

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3]。 根据我国国家统

计局 2023 年末数据整理显示,中国城镇常住人口

达到 9. 3 亿人。 因此,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直接关

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实现”。 做好城市生活垃圾

的治理,为市民提供绿色低碳、宜居、可持续的生

活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家庭有效参与度是垃圾分类实施的关键因

素。 “垃圾围城”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

政府提供政策约束、政府的公共投入、基层政府的

政策执行、社会组织与环卫企业的加入、城市家庭

的参与等。 上述参与主体中,家庭能否广泛且持

续的有效参与垃圾分类攸关垃圾分类政策有效实

施。 一是因为家庭是垃圾产生的源头,源头分类

实施源削减,是最为经济的减量方式;二是家庭是

微观个体,家庭的分类行为发生在私域,投放结果

却有着公共影响,需要监管但监管成本高昂。 较

之对家庭分类行为的约束与监管,对基层政府的

考核、对环节企业与社会组织的管理显然要容易

得多。
从国际经验看,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德国等

发达国家在面临垃圾围城之时,开始推行居民生

活垃圾的强制分类。 德国在强制分类的立法基础

上辅以按量收费、押金返还等价格规制手段;生活

垃圾管理以严格细致著称的日本,其体系性的环

保教育是最大亮色;英国、瑞典等建立便捷垃圾回

收体系、通过源头削减来实现减量目标。 从国际

经验看,这些国家实施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

策后,有效地促进了生活垃圾的家庭分类与减量。
我国城市垃圾分类政策,早在 2000 年前后开

启推进,当时的建设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8 个城

市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 2010 年,我国

垃圾分类被要求全面推行,促进垃圾分类的地方

法规相继推出,但生活垃圾分类是柔性鼓励。
2017 年开始陆续颁布政策,至 2019 年 7 月上海成

为我国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第一城,我国的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由柔性鼓励转为硬性强制,
规制强度由弱变强。 垃圾分类的主要承担者由政

府转变为家庭,家庭的垃圾分类责任逐渐强化。
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的实施范围逐步扩

大,从最早的 46 个城市试点,到全国地级以上城

市,再到全国所有城市实施。
生态文明背景下市民对高质量城居环境的需

求日益强烈,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在现实上已成为

必然的选择。 但垃圾分类的强规制在实施过程,
76

科技与社会　 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但也引发几种疑虑:一是我国城市存在大量的松

散的、无物业管理的社区,在这种弱监管的社区环

境下实施强规制,居民会逃避垃圾分类并因此导

致垃圾的乱投乱放,由此引致更高的垃圾收集与

分类成本;二是若提高规制强度来监管垃圾分类

与投放,在实践中将极大地提高监管成本,强规制

不具有经济性,垃圾分类会得不偿失;三是将现有

的强规制效果归因为新政策背景下政府强力推动

的结果,认为政策效果长期来看难以为继,并因此

质疑政策的“未来”与政策现行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强规制与垃圾分类

从既有相关研究来看,政府强化环境规制时

并非必然能降低环境污染。 环境政策执行是决定

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4]。 但新近的研究结果略有

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与循环经济绩效存在 U 型关

系[5];加强环境规制会提高产业集中度,会降低大

气污染排放强度,但却提高了水污染[6];清洁生产

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7];政府管制

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能提升污染

密集型产业的生态效率[8]。 相应地,强制垃圾分

类会引发违规投放的隐忧也是存在的。
对中国垃圾分类的实证研究发现,上海垃圾

强制分类实施已有 4 年多时间,有实证分析发现

“居民在情感上对该政策产生了高度的支持和认

同,但其践行意向仍然较低” [9]。 社区是城市居民

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成为其表达对垃圾分类价值

认同、行为态度、并采取相应行为的重要环境[10]。
因此,中国生活垃圾的管理必须立足于社区治理,
从社区视角来研究垃圾分类行为在诸多相关研究

中得到体现[11 - 12]。 研究发现,社会机制会对垃圾

分类政策执行产生作用[13];垃圾分类行为的实施

环境,如社区规模、社区环境以及社区内部的社会

结构,都会影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效果[14]。
(二)数字技术与社区治理

数字经济的特征。 首先,数据为关键生产要

素,尤其大数据是生产的关键投入品,数字技术为

核心驱动力量[15]。 其次,数据这一要素具有搜索

成本、复制成本、传输成本、跟踪成本和验证成本

大幅下降,数据信息产品呈现边际成本趋近于零、
具有非排他性等特征[16]。 因为导致甚至等特征。
第三,数字经济的范式可归纳为“两链一设施”中,
即“数字要素—数字技术—数字产业”的产业链、
“数字生产方式—数字生活方式—数字社会经济

运行方式”的社会运行链、外加数字基础设施[17]。
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 基于数据

和算法驱动的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方式被重

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经济社会呈

现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社会连接发生

变化[18]。 数字经济加速了信息的传递速度与透明

度,缩短了社会互动的响应时长,提升了互动的频

度[19]。 数字技术有助于数字网络信任的构建[20],
数字经济有助于构建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管理与社

区治理,实现智慧化治理,社区治理也更精细敏

捷[21]。 新技术条件下社区成为“元社区”,“它是

映射现实社区的在线虚拟世界,是越来越真实的

数字虚拟社区” [22]。 数字技术使得城市治理精细

化,表现为治理对象基本单元转向微观个体、治理

结构实现全向连接[23]。 还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嵌

入政府治理,推动环境治理模式与手段的转变和革

新。 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实现对传统人力监管的“替
代”,能实现监管效率和监管精准性的提升[24]。

(三)文献评述

在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时,可能会导致被规制

者逃避成本进而引发影子经济。 对于公众参与型

的环境规制,因为外在制度约束的监管成本过高,
内在动力被赋予了更高的期待。 数字技术已广泛

嵌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与监管,它既

社会性地改变居民分类行为的社区影响,又技术

性地改变政府对居民分类行为的监管成本。 在各

界对强制分类的疑虑重重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为

生活垃圾分类监管提供了新技术手段,也为政策

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在以下 5 个方面进行创新性的尝试:①洁

净有序的社区给居民带来的身心愉悦,如同成本

收益一样能影响居民的效用函数,构建“生态效

用”,将其纳入居民的垃圾分类的经济分析框架

中;②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大,居住的社区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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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本文对社区作了开放型社区和封闭型社

区的分类研究,设定两类社区生产效用的凹凸性

不同;③在垃圾分类行为中会基于成本收益分析

做经济决策时,兼顾分类行为的社会性,即同一社

区中邻居间的垃圾处理行为会相互影响,本文采

用演化博弈方法来分析邻里之间垃圾分类行为的

相互作用;④尝试将邻里间“道德约束”效用化,将
其纳入经济学框架的分析,进而来讨论道德如何

改变个体的行为选择,如何影响社区垃圾分类行

为的演化;⑤为避免已有相关研究中,案例研究、
实证分析带来的“点”不足,本文将演化博弈采用

Matlab 进行仿真分析,为不同类型的社区实施强规

制的长期政策效果,提供较为直观的呈现。 在此

基础上本文对传统社区模式和数字社区模式进行

政策效应的对比分析,对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
二、城市社区的类型及其生态效用曲线

垃圾分类受社区场域、情景因素等社会性因

素影响。 社区是居民的生活空间,是生活垃圾的

产生地与投放地,它是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微环

境。 垃圾处理规制工具的选择受民众环境意识、
社区治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与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人口密度较小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

城市人口密度大,城市居民多以相对集中的“社
区”方式聚集与管理。 目前,“家里分好类、定时拎

下楼、定点精准投”在我国城市广泛地倡导实施。
分类行为发生在私域,投放行为发生在社区,家庭

精准分类与投放与否将影响社区环境,并间接影

响邻里效用。
(一)社区是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微环境”
“社区”一词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创造,他提出

“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 首先,它
是基于地缘的,强调地域边界,具有“地域性”;其
次,它是互助合作的群体,因此具有情感性,这种

情感可能是源于对特定地域的认同。 这一概念随

着社会的发展、相关研究的深入,它的内涵在不断

地发生演变。 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

于共同的生活空间、共享的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关

系纽带所结合在一起的人类生活共同体。 首先,

社区具有“文化性”,它体现为村规地俗,也包括基

于社会资本、或者逐步形成的隐性或显性的非正

式规范等。 其次,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共同体。 事实上垃圾分类管

理的基本单位“社区”,它带有“行政社区”的含义。
自然社区的形成缘于人口的自由流动或者聚集,
而行政社区,是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约束、便于行政

管理而形成的。 因此,本文研究中的“社区”具有

以下性质:①有空间上的集聚,如同居住一个物业

小区;②他们是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如在物

业管理、交通便利等方面有共同的利益诉求;③有

一定的共同文化,如社区公约、社区娱乐等;④有

共同的“行政”架构管理,如社区基层党组织、社区

居委会等。
(二)基于生活垃圾处理的社区分类

根据社区治理主导力量的类型,社区可分类

为行政主导型、居民自治型和协同共治型三种模

式[25]。 为了研究能聚焦本论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核

心,借鉴张鸿雁[26]提出的两分法,即新型物业管理

型社区和“自生”社区,并结合我国城市内社区的

实际情况,本文将我国的城市社区简化分为封闭

型社区和开放型社区两个类型。
封闭型社区(gated communities)主要包括早期

的单位大院、高校社区、物业管理型小区,在我国

的主要特征是小区社区化和社区门禁化[27]。 单位

制大院是基于“业缘”,高校社区是基于“学缘”,而
物业管理型小区在住房市场化改革、房地产行业

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进程中“呈现

出空间阶层化的特征” [28]。 结合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封闭型社区具备以下主要特征。 ①社区

封闭性较强,空间容积有限。 有着“围墙”屏障、门
禁化管理的封闭性空间内,违规投放时造成的环

境污染难以外溢到社区之外。 ②社区建设水平较

高,物业管理规范。 社区有固定的物业服务人员

负责日常的清洁与绿化,通常有 24 小时的常态巡

视人员。 小区物业负责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必
要时还会提供第二次分类。 ③家庭平均收入水平

相对较高。 封闭型社区内的居民具有较高的同质

性,对物业管理型小区来说,商品房的房价成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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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购买力的筛选器[29]。 相对于开放型社区,封闭

型社区整体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 当收入水平有

差异时,货币的边际效用 λ 值也会不同,即封闭型

社区其货币边际效用 λ 值较低。
相应地,开放型社区( open-type communities)

主要为街区制的社区,其对应的特征是:①封闭性

弱,社区无明显的物理边界;②社区建设水平参差

不齐,社区无单独的物业管理与服务,生活垃圾的

收集与转运等基本的市政管理和服务通常由街区

提供;③社区内家庭收入水平差距大,整体平均水

平低于封闭型社区。
(三)两类社区的生态效用曲线

环境强规制会引发“影子经济”,生活垃圾的

强规制可能会引发居民的“违规投放”。 城市生活

垃圾“违规投放”,是指当实施按量收费与强制分

类等时,家庭不参与垃圾的精确分类,并逃避为此

承担成本(如罚款或名誉受损等)而私自丢弃垃圾

的行为。 被规制者在节约私人成本时,违规投放

会产生再生污染以及更高的处理成本,会导致社

会总成本增加。 社区内的违规投放,会影响社区

环境卫生,也影响居民对优美社区环境的期待,本
文将之称为“生态效用”。 垃圾违规投放具有明显

的环境品特征,即因为当社区环境的洁净度高,其
边际生态效用越高。 反之,则相反。 亦即,当环境

的洁净度由高到低的降落过程,其边际效用变化

速率递减。 另外,结合我国社区的调研来看,环境

洁净度效用函数的凹凸性在不同的社区环境是具

有差异的。
封闭型社区内环境洁净度具有这样的特点:

封闭型社区居民对生活环境洁净度要求高,对洁

净小区的效用赋值较高。 社区内出现少量违规投

放时,日常且规范的物业管理能做出处理,对社区

整体洁净环境影响较小。 当违规投放垃圾增多,
环境洁净度受损,居民的效用对环境洁净度的弹

性大。 比如垃圾违规投放大量发生,封闭型社区

环境会快速地恶化,如垃圾难以及时清扫,其散发

的臭味难以消散、或者堆积影响社区内的正常交

通等,会导致民怨沸腾不堪忍受,效用下降速率递

增。 社区生态效用 U 是垃圾违规投放量 Q 的函数,

封闭型社区居民效用曲线 U = f(Q) 如图 1 所示。
在开放型社区,街区制管理服务通常由市政

提供,物业服务提供相对较少。 社区环境主要依

赖居民自己维持,体现为明显的环境品特征:当社

区洁净度高,居民对洁净环境有较高的边际效用;
当洁净度低时,居民对洁净环境的边际效用较低。
开放型社区管理相对松散,违规投放的风险小,外
溢成本大。 当有违规投放发生,因为难以及时处

理,容易出现“破窗效应”,会导致洁净环境恶化,
居民生态效用下降。 当违规投放大量发生时,开
放型社区因封闭性弱,负外部性外溢,环境恶化速

度相对较慢。 而且开放型居民对洁净环境的期望

较低,生态效用赋值低。 因此,当违规投放量较高

时,环境洁净度的变动相对较小。 开放型社区居

民效用曲线如图 2 所示。

图 1　 封闭型社区居民生态效用曲线

图 2　 开放型社区居民生态效用曲线

07

中国软科学 2024 年第 6 期



在两种类型的社区内,当垃圾违规投放量等

量增加时,会导致社区内的生态效用由高到低的

变化,分别以 U
-
, U, U_ 表示,有 U

-
> U > U_ 。基于前

文分析,在封闭型社区有 (U
-
- U) < (U - U_ ), 而

在开放型社区有 (U
-
- U) > (U - U_ )。

三、传统社区模式下强制分类效果的演化与

仿真

我国城市社区人口聚集,邻里之间公共行为

会相互影响;对于拥有产权的业主来说,迁移较少

发生,邻里之间的博弈是相对长期的。 在强规制

背景下,社区中邻里间的博弈,经过演化最终会达

到一种均衡状态。 演化稳定策略 (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是指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即在

此策略下大群体能够消除其内部小群体的小突

变,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ESS 是一种用于种群大部

分成员所采取的某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好处为其

他策略所不及,它不会被一小群变异者侵扰成功。
面对强规制,家庭选择正常付费或违规投放,从微

观上来看它是个人的策略,但它具有学习效应和

扩散性,若干家庭的选择最终会演变成社区的均

衡状态。 本文借鉴宋美慧等[30]演化博弈与仿真分

析,将垃圾分类行为置于“社区”这一现实视角,利
用演化博弈的工具来探讨对居民个体违规抛投的

选择,社区内个体间投放行为的相互影响,分析演

化稳定策略(ESS) 下社区居民垃圾投放策略的

选择。
(一)社区内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相互影响

社区内居民的垃圾分类过程中,也会根据邻

居的行为来“调适”自己的行为,相互影响,甚至相

互模仿。 这种“调适”是个人在社区环境里,面对

新实施的强规制而作的学习与适应,它会是一个

演化的过程。
这个演化包括 3 个方面的内容。 ①在垃圾分

类中,有居民会依照规定要求做好垃圾分类,需要

投放时间与精力,可理解为他为垃圾分类支付成

本。 也有居民不做分类,从家庭而言这部分成本

得以节约。 在强规制环境下,为避免因未作垃圾

分类而遭受罚款,他会违规投放垃圾。 违规投放这

一策略,使其因节约成本而获得高收益。 若不加约

束,违规投放者极可能重复自己的策略。 ②若不实

施监管并给予处罚,不进行垃圾分类并违规投放

的行为就是“高收益”的,这一作法将会被“模仿”,
具有示范效应。 当违规投放被惩罚的机率越低,
当垃圾分类越复杂,违规投放的“得益”越大,违规

投放被模仿发生的概率越大。 ③在多次行动决策

时,同一决策者会倾向于采用在过去产生高收益

的行动策略,避免产生低收益的行动策略。 在垃

圾分类行动决策中,违规投放或循规投放,社区居

民根据经验,会倾向于选择二者间收益高的行动

策略,并根据邻居以前的分类行为的经验性频率

来选择自己的最佳对策。
(二)对称博弈及其收益矩阵

当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态文明是一

种必然阶段。 居民在物质生活水平会从“温饱”要
求转为“环保”要求。 居民在决策时,也会同时考

量经济性与生态性。 家庭在作基于成本收益分析

的决策时,除了家庭经济收益之外,生态效用将是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于单个家庭在垃圾分类决策时,本文作如

下假设:①不考虑垃圾分类回收物的经济价值,即
家庭在垃圾回收中无直接经济收益;②家庭在既

有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下,需要分类与投放的垃

圾量为 g; ③假设家庭为未分类的垃圾需支付的费

率为 pg,当实施按量收费时 pg 为垃圾处理费率,在
强制分类模式下 pg 则代表家庭因此需要承担的行

政处罚或声誉损失;④家庭为未分类的垃圾支付

的“费用”为垃圾抛投量的线性函数,则家庭需要

为垃圾分类支付的成本 E ,有 E = pg. g; ⑤家庭的

收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家庭对垃圾投放支付的

费用,其费用支出为负收益,二是源自于社区洁净

环境获得生态效用的折算,如社区洁净环境给住

户带来的效用为 U, 假设家庭的货币边际效用为

λ, 则它可以折算成的收益为 U
λ 。

假设在强规制的模式下,某个社区有两个家

庭,即家庭 A 与家庭 B:①若社区内违规投放,会恶

化社区居住环境,降低家庭的生态效用,也会增加

社区公共支出;②家庭 A 与家庭 B 在决策中处于

对等地位,二者是对称博弈;③每个参与家庭主体

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循规合法投放生活垃圾、违
规投放生活垃圾;④双方的收益矩阵,虽然不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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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知道收益函数,但可以比较收益的大小,并被认

定是共同知识;⑤对于同社区内家庭 A 与家庭 B,
不考虑收入差距,即两家庭有相同的货币边际效

用,于是有 λA = λB = λ。 在监管不完善的情况下,
A、B 两家庭有循规投放与违规投放两种选择。 二

者进行对称博弈,收益矩阵如表 1。
表 1　 两个家庭对称博弈的收益矩阵

变量
家庭 B

策略 1:循规投放 策略 2:违规投放

家庭 A
策略 1:循规投放 (a,a) (b,c)
策略 2:违规投放 (c,b) (d,d)

四、传统社区模式下家庭垃圾分类的外部约

束与内生动力

通过 ESS 分析与仿真,在封闭型社区强规制

的演化稳态结果为 0,即社区能较好推行强制分

类。 而在开放型社区的演化稳态结果为 1,强制分

类的推行将导致违规投放成为普遍选择。 针对上

述结果,若对两类社区加强外部约束、提升内生动

力。 以防止社区生态遭受违规投放的肆意破坏。
(一)封闭型社区的再约束

若对封闭型小区以“抽检—罚款”的方式来强

化对违规投放的约束。 设对违规投放被查获的概

率 t = 0. 1, 罚金为 f = 5, 即罚金额度是垃圾分类

成本的 2. 5 倍,稳态仿真图见图 3。 罚金额度高则

会担心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抗拒。 若加大抽检

力度而降低罚金额度, t = 0. 2, f = 3, 其稳态仿真

见图 4。 加大抽检力度,必然会提高行政执法成

本,这也使得规制手段在选择时面临两难境地。

图 3　 封闭型社区低抽检—高罚金下的稳态

图 4　 封闭型社区高抽检—低罚金下的稳态

(二)开放型社区的道德约束

面对如违规投放生活垃圾这种违反社会公德

的行为,基层治理往往缺乏合法有效的制约方法,
治理能力面临挑战[31]。 在促使民众绿色低废行为

转变,当外在约束难以奏效时,可通过强化居民的

环境教育、扩大声誉激励等手段来强化居民内在

驱动。 因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除了显性的、外在的

经济因素,也有隐性的、内在的道德行为准则,这
二者都将影响决策者的效用函数。 对于在我国处

于主导地位的开放型社区,违规投放的成本低而

收益较大,而将演变为该社区的稳态结果。 若考

虑道德因素,开放型社区内家庭又会如何选择呢?
道德约束是一个重要的内生力量,尤其在信

息不对称、监管体系薄弱环境下的个体经济活动

中。 道德因素将影响家庭成员策略选择的效用,
进而影响博弈时的收益矩阵。 两个家庭对称博弈

的收益矩阵,以表 1 为基础:假设循规投放时,家庭

的收益不变;当违规投放时,家庭会因为自身羞耻

感、邻居舆论的负面评价等会导致其有一个负的

效用 - θ, θ > 0。 λ 为家庭的货币边际效用,则 - θ
λ

为家庭因为违规投放而受到来自外在或内心的道

德“差评”或“自身羞耻感”等而导致的收益受损

量。 同样从平均水平观察,不考虑个体差别的情

况下, θ 值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①公德意识水平。
该值可以通过社区居民的主观感受来体现,即邻

里对不遵守垃圾分类规定、逃避垃圾分类责任、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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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投放垃圾损害社区洁净环境行为的谴责程度。
②道德自律水平,体现在垃圾分类行为中,即体现

为居民对垃圾分类规定内心的遵从程度。 θ 值可以

通过环境意识的培育、公民自律教育等手段实现

提升。
家庭在循规投放时的收益不变,与表 1 相同:

a = - g-·pg +
U-

λ , b = - g-·pg +
U
λ 。 考虑道德因素

后,家庭在违规投放时其相应的收益发生变化,即
相对于表 1,在两种条件下的收益见表 2: c1 =

U - θ
λ - g_·pg, d1 =

U_ - θ
λ - g_·pg。

表 2　 考虑道德因素条件下两家庭对称博弈的收益矩阵

变量
家庭 B

策略 1:循规投放 策略 2:违规投放

家庭 A
策略 1:循规投放 (a,a) (b,c1)
策略 2:违规投放 (c1,b) (d1,d1)

(三)道德约束下开放型社区的 ESS 分析

如同前文的演化博弈分析,演化均衡点时,当
F(x) = 0 时, x 有 3 个值: x1 = 0, x2 = 1, x3 =

c1 - a
(c1 - a) - (d1 - b)。 根据稳定点的选择,显然,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①当 x3 < 0 时, x∗ = 0;

②当 0 < x3 < 1 时, x∗ =
c1 - a

(c1 - a) - (d1 - b);

③当 x3 > 1 时, x∗ = 1。 因此, x3 的值将决定演化

稳定策略时选择违规投放的家庭比率,即 x∗ 的

值。 故,将 a, b, c1, d1 分别值代入 x3, x3 =
c1 - a

(c1 - a) - (d1 - b)。 对其分析与讨论如下。

(1)若在 c1 > a,d1 > b 成立时。 当 c1 > a,即

意味着 c1 - a = (g- - g_)·pg - U- - U + θ
λ > 0。 同

理,当 d1 > b时,必有 (g- - g_)·pg >
U - U_ + θ

λ ,此

时的 x∗ = 1。 其经济含义为在开放性的社区里,当
对方实施循规投放时,己方违规投放时节约的垃

圾处理费而导致的效用增加量,大于因违规投放

而致的社区内环境受损、邻居对自己的道德“差
评”以及家庭成员“自我歉疚”而致的效用减少量。
在开放性社区内,纵然考虑道德因素,但其影响不

够大时,违规投放依然是开放性社区的稳态选择。
这与不考虑道德因素的结论一样。

(2)若在 c1 < a,d1 < b 成立时,则有下列两个

不等式成立: (g- - g_)·pg < U- - U + θ
λ ; (g- - g_)·

pg <
U - U_ + θ

λ 。 通过计算,此条件下稳态时,有

x∗ = 0。 换而言之,当 c1 < a,d1 < b 时,在开放型

社区违规投放得到控制。 理论上,在稳态条件上

发生违规投放的家庭比率为 0。
(3)若在 c1 < a,d1 < b条件成立时,要求 (g- -

g_)·pg < U- - U + θ
λ 。 (g- - g_)·pg, 它可理解为当

对方实施循规投放时,己方违规投放时节约的垃

圾处理费,即违规投放的收益;而 U- - U + θ
λ , 可理

解为当对方实施循规投放时,己方违规投放时因

此而致的社区内环境受损、邻居对自己的道德“差
评”以及家庭成员“自我歉疚”而致的减少的效用

量转化的负收益,即违规投放的成本。 因此,当对

方实施循规投放时,或对方违规投放时,己方违规

投放时的收益小于成本。 当道德约束达到这种强

度,即无论对方循规投放或违规投放,己方违规投

放时的收益总小于成本,则稳态条件下将不会发

生违规投放。
(四)开放型社区道德强化的演化仿真分析

如果加强邻里链接,可以增强“邻里声誉约

束”,也可以强化环境道德教育,让“做生活垃圾分

类是市民义务”的观念深植民心。 当居民实施违

规投放时,会因为自身羞耻感以及邻居舆论的负

面评价等产生一个负的效用 - θ, 该 θ 值到达一定

程度时,会改变社区内演化博弈方向。 在开放型

社区的参照状态下,当 θ 值达到一定额度时,因道

德强化导致的邻里声誉约束会改变稳态值:当 θ =
0. 4 时,稳态值为 1,而当 θ = 0. 6 时,稳态值约为

0. 8。 当道德约束进一步加强, θ = 0. 8 时,仿真图显

示,在 30 期处达到稳态,稳态值约为 0. 4(见图 5)。
说明当民众的道德约束加强,开放型社区违

规投放的行为会处在一个可控的比率。 但实际

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环境道德的建立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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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环境约束增强至 θ =
0. 8 是难以实现的。 而且,环境道德强化改变博弈

稳态值,需要相对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稳态。 图 5 与

图 6 的横轴,它们仿真时间皆取到 50 期,说明借助

道德约束与“声誉机制”实现稳态需要更长的时

间。 依据社区调研情况,若对开放型社区,在有道

德约束的背景下,再同时施加“抽检—罚款”,设
θ = 0. 1,λ = 1, f = 4,t = 0. 05。 此时的罚款金额

为分类投放成本的 2 倍,违规投放被查获的概率为

0. 05,又基于现实的道德约束值,值取 0. 1。 演化

仿真结果如图 6,显示在该条件下的开放型社区,
稳态值为 1。 换而言之,在我国城市社区的环境道

德水平、配套实施能展开的抽检—罚款条件下,针
对居民生活垃圾的强规制效果最终会演化出一个

“失败”的结局。

图 5　 道德约束下的稳态 (θ = 0. 8)

图 6　 抽检—罚款和道德约束双重作用的稳态

五、数字社区模式下垃圾分类的规制效应

(一)数字技术改变垃圾分类

随着数字技术广泛而深入地应用,人类的交

互活动突破了现实世界在时间、空间维度的约束,
数字空间成了人类活动在实体空间之外的延伸与

拓展,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空间。 在万物互

联的数字时代,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等设施与技术,它也改变社区组织及其运

行。 借助于数字技术与设施,社区内各组织要素

之间,如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居
民与物业公司、志愿者组织等,构建起数实交互的

平台。 居民社区生活的相关信息,通过数据生成

与汇聚、及时发布和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实现数

字空间与实体空间的融合,形成数字社区[32]。
虽然目前数字社区严格意义上尚未完全形成,

但数字技术已广泛地应用于居民垃圾分类的现实场

景。 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实践来看,数
字化应用大体可归纳为以下 3 个方面。 ①监管数字

化。 利用数字技术的强渗透性,实现监管数字化。
社区推动垃圾强制分类,在垃圾投放时间每个垃

圾投放点派驻 1 ~ 2 名物业公司人员或社区志愿者

进行值班,督促引导居民实施分类投放,这种“站
桶”值守的方式是一种常规做法。 这种监管方式

正逐渐被数字化,通过监控设备进行线上“站桶”
的方式,如“云站桶”、“云智分”的监管方式可以大

幅度地实现降本增效。 ②信息传播人际互动数字

化。 数字技术全面重构了信息传播与人际沟通,
催生了虚拟社区,使得人际沟通突破同一时间与

空间的限制,因此增强了社区与家庭、家庭与家庭

之间的互动。 如社区对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情况设

立“红”“黑”榜,但相关信息传播有限。 社区通过

建立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楼栋邻居建立微信群,
公众号、微信群为平台进行反馈与表彰,增强传播

效果,促进垃圾分类效果。 ③基于大数据生成“智
能”账户,将负外部性内部化。 飞跃式增长的数据

生产能力与采集能力,为垃圾分类家庭数据的采

集与存贮提供了可能与便捷,大数据的收集与基

于此的深度分析,创新性为家庭在垃圾生产与投

放建立“智能”账户。 在杭州、上海市部分小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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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账户,能对垃圾产生、垃圾投放数据进行分

析,并给予相应激励。 同时也能有效追溯垃圾违

规投放,将其负外部性准确地内部化,进而促进有

效分类。
(二)数字技术改变社会网络

基于数据与算法的数字技术将深刻地改变社

区内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流,社区行为所依附的

社会网络会发生重构,并因此改变居民对社区公

共事务的参与。 数字技术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

也将是全方位的,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改变邻里间的

互动模式,增加居民对社区的“黏性”,促进社区融

合[33],有助于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 在开

放型的社区里,居民流动性强,邻里之间互动少,
情感联结弱;社区缺乏物理边界,居民实施违规投

放时,被抽检—罚款的概率低于封闭型社区。 开

放型的社区,包括社会互动,情感联结和邻里认知

等内容的邻里活动也相对少,从而导致居民对社

区的情感淡漠。 借助于数据技术,原来科层式的

治理模式被数字化与平台化,如借助于微信群、
公众号平台模式取代,进而增强居民对社区活动

的参与度,影响社区融合度。 强化社区在数字空

间的建设,能对实体空间构成有效的补充。 对实

体空间约束力弱的开放型社区来说,这点尤其

明显。
第二,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相互连接的方式,

消减了时空对人际互动交流的限制。 在开放型社

区,由于居民流动性强,社区建筑分布松散,邻里

之间的现实交集少,社区内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

和范围也是有限的。 在这种条件下,邻里之间声

誉机制较弱。 当数字技术引入垃圾分类管理,社
区居民相互间联系加强、包括垃圾分类、违规投放

等信用行为可进行及时通报与反馈;信息传递广

泛且成本很低,声誉机制加强。 家庭作为社区的

基本单位,其在社区中的声誉对于个人和整个家

庭都至关重要,家庭在社区的声誉可以影响到他

们在社区中的社交网络、邻里间的声望、社交待遇

等。 严格实施垃圾分类与投放,保持社区洁净的

做法,代表社区的公共利益。 数字技术赋能的社

区,通过声誉机制加强,能促进垃圾分类与投放这

一合作性行为。
第三,数字技术将改变社区对公共事务的治

理模式。 传统的科层体制的管理链条是,地方政

府—街道办—居委会—居民,相关政策要求、检查

督促等沿着这一链条传递与展开。 数字网络的强

覆盖性、数据传递的敏捷性,使得民众能广泛参与

并及时反馈,降低了参与的成本,提升参与效率。
随着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的应用,社区传统的科

层体制管理模式将被共建共享共治模式取代。
(三)数字社区条件下规制效果的仿真

显然,对于数字技术赋能下的社区,“交流平

台化”降低了邻里沟通的现实阻隔,增强了邻居间

的连接,促进了社区的融合,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

上更具有合作性。 数字社区条件下,邻里之间的

声誉机制亦增强,故设道德约束值 θ = 0. 2。
“监管数据化”可技术性大幅降低垃圾分类的

规制成本,抽检可常态化实施,且对违规投放的查

获率可大幅提高。 若在开放型社区参照状态下,
违规投放的罚款额度保持不变,即 f = 3。数字赋能

后加大抽检的频度,提高抽检的比率。 对于封闭

型社区,设 t = 0. 5; 开放型社区,考虑其实体边界

缺乏、居民流动性大等因素,设 t = 0. 4。 则可得两

个社区的垃圾分类投放的稳态,数字赋能条件下

的封闭型社区、开放型社区的稳态仿真图分别为

图 7、图 8。 图 7 显示,封闭型社区在数字赋能条件

下,在时间轴的第 2 期 ~ 第 3 期达到报稳态,为 0
值,显著地降低了达到稳态的时间。 图 8 显示,数
字赋能垃圾分类在开放型社区大约需 10 期达到稳

态值 0。 这一仿真结果展示了数字社区条件下,在
开放型社区能在“不远的未来”达到零违规投放的

有序有效分类状态。
数字社区的对违规投放的查获能力是基于社区

数据生成能力、数据流通能力、数据分析能力。 笔者

在调研时发现,杭州、广州、上海等社区垃圾投放点

都有智能监控,城市社区也处于“天网”系统覆盖。
因此,在既有数据设施与处理能力基础上,提高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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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际成本非常小。 因此,设定 t = 0. 4 或 t = 0. 5,
t 值的设定不是基于技术限制或成本考虑,而是取

决于社区所在街道、居委会等对垃圾分类投放的

管理预期。 因此, t 值若取值高于 0. 4, 达到稳态

的时长将小于图 8 的 10 期。 这呈现了数字社区条

件下,在开放型社区垃圾分类这一难题亦能“较
快”地获得理想的解决,以较低成本地实现了绿色

低废的结果。

图 7　 数字赋能下封闭型社区的稳态

图 8　 数字赋能下开放型社区的稳态

(四)拓展分析

我国各省市在既有环卫设施、数字技术应用

水平、财政投入能力、生活垃圾构成、民众垃圾投

放的认知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同一城市中不同

的社区,又存在社区类型、居民流动性、社区融合

度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垃圾分类的社区场景可谓

不一而足。 本文演化博弈与仿真在设定两个社

区类型基础上,还设定了垃圾分类的难度、居民

的收入水平、对洁净环境的赋值、道德水平以及

监管力度、数字化程度等因素对垃圾分类稳态的

影响。 各种因素设定下的稳态结果,对应了我国

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各地、各社区的多种横向形

态,从发展的视角来看,也展示了垃圾分类政策

在我国实施的纵向阶段。 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

进一步发展,环卫设施建设的投入、民众收入水

平、数字化社区建设投入、民众的意识都会逐步

提升。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在传统社区模式下,强规制的垃圾分类效果

在封闭型社区的适用性较好,通过 ESS 分析与仿

真显示,强规制条件下居民垃圾有效分类、有序投

放会是社区居民的普遍选择。 对违规投放的监管

与惩罚,能促使社区更快地达到理想分类状态。
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垃圾分类的难易程度、居民

对洁净社区的效用赋值等会影响达到理想状态的

时间。 在开放型社区,若不考虑外在监管与内在

道德因素,生活垃圾违规投放将演化成普遍的选

择。 若内在强化道德、外在强化规制,即在抽检—
罚款与道德约束共同作用下,在现有的道德水平

与社区环境下,开放型社区实施强规制,其政策实

施的效果是难以乐观的。
在数字社区条件下,居民的社区融合度增强、

声誉激励机制增加,对违规投放的有效监管能经

济地实现,居民在垃圾分类与投放这一具有公共

属性的行为更富合作性。 通过仿真显示,数字赋

能条件下在封闭型社区可快速达到垃圾有效分

离、准确投放的稳态;数字赋能条件下的开放型社

区的稳态条件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 数字技

术在未来还有可能根本性改变垃圾分类这一难

题。 如技术进步能降低家庭垃圾分类的成本,甚
至数智机器替代家庭实施垃圾分类的可能等。 进

一步地,随着数字社区与智慧社区投入的加大,垃
圾在公共区域违规投放的行为,可通过大数据、人
脸识别精准到具体个人,违规投放行为从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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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上可获得实质性解决。
(二)研究贡献

首先,创新性地提出了社区生态效用的概念,
在对我国城市社区现实掌握的基础上, 理论性地

刻画了两类社区的特征;根据两类社区垃圾投放

对环境的影响特点,设定两类社区凹凸性相反的

生态效用曲线。 开放型社区、封闭型社区的设定

及理论分析,为我国基于社区类型的理论与政策

研究提供了两个参照系。
其次,本文将垃圾分类行为置于社区场景,以

演化博弈方法来分析社区内家庭垃圾分类行为的

相互影响与作用,为垃圾分类社区行为的相互影

响构建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分析框架:家庭收益矩

阵中的收益设定,是对家庭分类行为的经济学分

析;在考虑垃圾分类经济决策的基础上以演化博

弈分析邻里之间垃圾分类行为的相互作用,它兼

顾了垃圾分类行为的社会性分析。
最后,通过仿真图直观地呈现了不同类型社

区环境下,垃圾分类难度、监管水平、道德约束、数
字技术等对社区垃圾投放的稳态结果、达到稳态

的路径的影响。 演化仿真理论性地呈现了政策实

施的长期效果趋势,与基于单个或数个社区的案

例或实证研究比较,它克服了单个社区、短期观察

的研究局限性。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垃圾分类,监管

成本下降、效率提升,无论在封闭型社区还是开放

型社区,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皆能达到理想的、有序

分类投放的结果。 演化仿真结果能清晰地这一结

果,有助于减少对我国垃圾分类强规制政策有效

性、经济性与可持续性的质疑。
(三)政策启示

首先,在我国目前数字化大趋势下推进社区

垃圾管理数字化。 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数字化是

我们不容回避的时代趋势。 在我国城市进行数字

化投入与建设时,社区治理可乘数字化之东风,推
进垃圾管理数字化。 一是深化数字技术在垃圾分

类管理中的应用,加大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数

据分析与运用,实现分类政策推进的降本提效。

二是加强社区的数字化拓展,如营建社区公众号、
邻里微信群等线上社区。 邻里间数字空间的互动

可强化实体空间的互动,对开放型社区而言,强化

数字空间建设,可有效弥补其实体空间约束的

不足。
其次,提高社区融合度,建立社区治理共同

体。 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增加居民之间连接强度,
提高社区融合度,有助于促进居民的合作行为。
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组织保障、活动组织等,应
注重增强居民的社区自治意识与自我管理,强化

邻里之间的互动与信息共享。 构建自治力更强的

社区,让居民不仅是规制对象,更是活动的参与

者、设计者等。 如此社区环境下,包括垃圾分类等

社区活动,居民的参与度提高,合作性增强,有助

于建立社区治理共同体。
最后,继续加强生态教育投入,强化环境伦理

教育,提升居民绿色低废行为的内在约束。 居民

是生活垃圾的产生者,也是垃圾分类的责任主体。
垃圾分类能有效实行,必须仰赖每个居民的身体

力行,由外部政策约束、外在社会关系约束转变为

内在的行为规范,这种改变是深刻且长远的。 因

此,坚定推行垃圾分类,对居民实施约束与激励并

重。 要持续地加强生态教育投入,从校园教育到

社区教育、社会教育与媒体宣传。 一是强化居民

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培育市民的生态意识,提高环

境道德;二是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提高垃圾分类

的技能,降低垃圾分类的实施成本。 三是生态教

育有助于向市民展现推进垃圾分类的政策预期,
有助于营建更积极有力的绿色氛围。

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是行为的改变,是社会

新风尚的形成。 它是攸关民生,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内容。 完善生态

文明的制度建设,强化民众生态行为的内在约束,
数字技术的全面而深入的应用,有力地促进居民

绿色低废生活方式的形成。 居民垃圾分类的强规

制,由前期的行政驱动转化为民众“内化于心外化

于形”的行为规范,就能实现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共同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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